
国家级学术垃圾：中国文化无耻论——《于丹〈论语〉心得》批判（卷一）（鞠曦）

鞠曦 

自从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研究《论语》的“心得”在国家级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

出之后，最近，中华书局——以出版精品学术书籍而享誉海内外的国家级出版社——又出版

了《于丹〈论语〉心得》一书（以下简称《心得》）。[1]尽管得到了国家级殊荣，然而，

《心得》的学术质量却非常糟糕。《心得》表明，其完全不按国学的治学规范，不对《论

语》勾玄索隐以进行深刻细致的分析，不注重《论语》的版本学、语源学和训诂章句，不去

占有和引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心得》表明，似乎浅显的文字表象，思想却异常迂廻旋

绕，其以“内心淡定法”和内化的“中国文化无耻论”及冠之以“心得”，隐匿着歪曲利

用、变相否定儒学及传统文化的无耻用心。《心得》尽丧学者良心，违背学术道德，淡化

《论语》，回避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核心思想和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治学方法可

谓粗制滥造、游谈无根、浮浅武断。《心得》不顾大量宏观与微观方面存在的反证，故意歪

曲《论语》，为中外“《论语》学”研究所仅见，可谓“《论语》学”研究领域的空前绝后

的学术垃圾。为了遮蔽“中国文化无耻论”的思想理路，达到歪曲利用《论语》之目的，

《心得》以“于丹心法”亦即“内心淡定法”“淡定”孔子的思想，用尽心机肢解《论

语》。因为“于丹心法”与鲁迅于《阿Q正传》中所描写的“阿Q心法”相类似，因此又可称

“于丹阿Q心法”。 

通过“内心淡定法”，《心得》淡化了孔子博大精深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

学学理，把儒学“淡定”为现实“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简单”、庸俗而无耻

之理。《心得》甘冒“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之大不讳，肆无忌惮地糟蹋《论语》，可谓无耻

之极。 

所以，《于丹〈论语〉心得》虽然出于国家级院校之学者，刊于国家级出版社，形于国家级

电视台，但是，由于《心得》与《论语》相去甚远，不堪卒读，实乃名实相符之糟粕。究其

原因，《心得》是学风败坏、学术腐败的产物；察其内容，《心得》为淡化《论语》的无耻

之作；观其形式，《心得》堪称国家级学术垃圾。 

引发余对《心得》进行反思批判，是在长白山书院举办的丙戌冬季会讲中。本来，因为余对

当代中国影视文化以及体制化学术没有太多的好感从而对《心得》的学术水平有所鄙视而不

想置词。当代中国影视文化的浅薄，充斥在屏前幕后的媚俗和无耻，以追求最高收视率，为

获经济私利而无所用其极，成为影视文化的主流。因此，做为学术垃圾的《心得》，根本不

值一谈。 

然而，在本届会讲中，《心得》却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本届会讲的主题为“儒学与现代文

明”，余因此而引申最近撰写的一篇论文“儒家文化与当代社会——儒学复兴的反思与批

判”中的观点，强调儒学应否复兴与能否复兴之关健，乃取决于当代儒家文化的批判能力—

—必须对包括中西文化在内的人类现当代文明进行有力的批判，决定于儒学能否引领人类文

化走出误区，开出新的人类文化传统；余为此进一步论证了“正本清源，承续传统；中和贯



通，重塑传统；中学西渐，开新传统”[2]的思想理路于当代儒学的意义。在讨论这一论题

时，来自高校的学生们因《心得》对《论语》的解读及其“于丹现象”激发了热烈的争辩，

褒贬不一，各执所见。学生们虽大量征引媒体上的观点而申论之，然终不得要旨。由此表明

了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当代学术之混乱、思想之浮躁，以及对孔子思想的继续误解，可

以知也。于是，由“正本清源”的思想理路所决定，余决定对《心得》进行系统地反思批

判。 

反思将以学术考辨为形式，以“承诺推定法”[3]为方法，揭示《心得》的学术问题，外化

其“中国文化无耻论”，推定其“内心淡定法”和以“无耻论”为核心的思想方法、理论纲

领和学术理路，以明问题之本质。以“承诺推定法”进行的推定表明，以“内心淡定法”为

思想方法、以“中国文化无耻论”为理论纲领的《心得》，其理论自成体系，思想逻辑系统

而贯通，表明其是有预谋、有策略的歪曲利用、变相否定儒学及传统文化的学术垃圾。所

以，由《心得》之“内心淡定法”和“中国文化无耻论”所决定，把“内心淡定法”和“中

国文化无耻论”作为反思批判的纲领，贯通其所有“心得”，既是“承诺与推定的统一”，

也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更是“正本清源”之必然。 

 

         一、《论语》学研究与“于丹心法” 

 

   《论语》是记录孔子教导弟子及弟子言行的结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汉书

·艺文志》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

弟子各有所记，夫子即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此论甚合。由于《论

语》言简意赅，自成体系，符合人类生存本性的理论推定使其具有极强地人生与社会的实践

意义，所以，《论语》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而且影响国外，形成了

地域宏阔的中国文化圈。由孔子的思想与文化地位所决定，《论语》因此成为国学研究的必

治之学，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研究，形成了与《易》学研究相比肩的《论语》学研究学科。

《论语》学研究包括对《论语》一书的名称、如何结集、结集年代、篇目和文本的结构及历

史变迁，社会地位、影响与传播、注疏及范畴概念考释、文字训诂、《论语》的学术流派及

思想形式等方面的研究。《论语》学研究涉及哲学、经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律

学、文化学、中外文化比较、文字学、版本学等多种学科。历二千余年之《论语》学研究，

形成了自在的研究方法和治学规范，不但博大精深，而且文献浩如烟海，虽穷经皓首而能有

所得者，鲜矣！ 

《论语》学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随汉代的儒术独尊，《论语》于东汉时成为儒家经

典，宋代又编撰于《四书》中，成为宋代之后的官方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学理依据之一。理

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论语》乃“圣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极，而后世之标准也。古之学

者，其始即以此为学，其卒非离此以为道。穷理尽性，修身齐家。推己及人，内外一致，盖

取诸此而无所不备，亦终吾身而已。”[4]因朱熹的提倡和随着理学成为官学，“盖千年

来，自学子束发诵读，至于天下推维奉行，皆以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以代六经。”[5]使

《论语》成为学子必读之书。 

《论语》学形成于西汉，“《论语》学在汉代有《齐》、《鲁》、《古》三家，自张禹合



《齐》于《鲁》，郑康成复合《齐》、《鲁》于《古》，师法不可复辨。”[6]这就是说，

由郑玄把历史上不同的《齐》、《鲁》、《古》《论语》文献进行最后整合，使《论语郑氏

注》成为修学《论语》的文本依据，并为后世所推重。此后，为了阐释《论语》的微言大

义，形成了数量众多的《论语》学著作。据朱彝尊《经义考》，[7][两汉时期形成的《论

语》学著作为十八部，但已基本亡佚。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八十四部，如何晏《论语集解》、

黄侃《论语义疏》等；隋唐时期为十二部，如陆德明《论语音义》、韩愈《论语笔解》等；

宋元明时期为二百五十一部，如刑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等；至清代，因考据

学大兴，《论语》学的著述更是层出不穷。据日本学者林泰辅《论语年谱》所录，《论语》

类著作达三千余种。民国至现代，《论语》学研究亦出现了众多成果，涌现出大量的《论

语》学作品，如程树德《论语集释》、杨泊竣的《论语译注》等。时至今日，论语学研究仍

在不断发展之中。 

然而，尽管《论语》学研究历二千余年之久，形成的著作浩如烟海，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

果，但有关《论语》的许多重要学术问题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历史上的《论语》学研究

主要针对成书年代、编撰情况、版本变异、和有关注疏本的解读，显然没有正确解读孔子的

思想原理及“穷理尽性以至于命”[8]的思想体系，[9]没有解决儒学哲学的本体论问题。[1

0]历史上的《论语》学研究虽然把《论语》作为理解孔子思想的主要文献，但却忽视或者不

重视孔子“吾道一以贯之”[11]的思想原理，对孔子的“性与天道”之学的诠释无能为力。

[12]尤为严重的是没有正确把握《论语》与《易》、《诗》、《书》、《礼》、《春秋》的

思想关系，不但没有厘清孔子儒学的思想原理，而且陷入误区，甚至错误地认为《论语》的

思想地位超越六经。清李元度认为：“《论语》所言之义理，精且粹矣。即以文论，非诸经

所能及也。《易》、《诗》、《书》、《礼》、《春秋》之文，各造其极，亦各不相谋，而

简括处终不及《论语》。《论语》之文，能以数语抵人千白言，如太和元气，如化工之肖

物，各无遁形。”[13] 李元度认为六经“各不相谋”即没有思想和逻辑上的关联，然孔子

却谓“吾道一以贯之”。非旦如此，对后世运用六经可能出现的问题，孔子亦作出了正确预

见：“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14]“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

乎？”[15]由此表明，孔子的主要思想虽融入《易》，但后世却不得其解。而后世所利用孔

子思想则在于政治，致使从汉代开始以《春秋》为本，以《论语》为用。所以，解读《论

语》与《易》的“吾道一以贯之”，[16]才能推定孔子的思想体系，从而正确地理解孔子，

走出几千年“罪孔”、“疑孔”的历史误区。这一工作对于复兴儒学及优秀传统而言，显然

是重要的，然而这方面的工作不但不为主流学界所推重，却出现了以歪曲孔子为能事的《于

丹〈论语〉心得》，表明了体制化学术的腐败与无耻。 

所以，遵循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当代的孔子儒学思想研究，重要的问题是对以“打倒孔家

店”为表现形式的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在经过百余年后的今天，又凸显出的孔子及儒学文

化热潮究竟表明了什么？这需要正确解读儒学史文献，哲学性和科学性地推定孔子儒学的思

想原理，从而明晓其在现当代文明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显然，这需要相当深厚的学术功

力，而这对于以否定儒学及传统文化获得合法性的体制化学术而言，无疑是一种奢求。然

而，不无嘲讽的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却出现了《心得》及“于丹现象”。究其实质，

《心得》及“于丹现象”不但是体制化学术的二难，而且是合法性的二难，因此，其所处于

的二难困境也只能是歪曲孔子的思想，任其发展，再次产生“罪天下”的后果，则不可避

免。所以，对《心得》进行反思批判，对其歪曲《论语》及孔子思想进行正本清源，则十分

必要。 



《心得》表明，其根本不顾《论语》学研究的学术规范，违背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无视前人

的学术成果，面对浩如烟海从而包容了哲学、经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律学、文

化学、中外文化比较、文字学、版本学等多种学科的《论语》类文献，于丹非常轻率地“淡

定”为：“《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17]并以此作为“心得”的逻辑

起点，最终所形成的《心得》，不但自以为是，而且以非为是，直至自欺欺人。《心得》极

尽“淡化推定”之能事，用尽心机歪曲《论语》，消解“有耻观”，以达利用之目的。是

故，“《心得》者，“得”之于“内心”的“淡定”即淡化推定也。 

用“承诺推定法”推定《心得》，可知其思想方法是“内心淡定法”，其思想纲领是“中国

文化无耻论”。由承诺与推定的统一所决定，“内心淡定法”与“中国文化无耻论”一以贯

之于《心得》。由“中国文化无耻论”所决定，于丹自觉地对《论语》进行无耻解读，而又

无耻地把书名美其名曰《于丹〈论语〉心得》。这就是说，不但《心得》无耻地以“内心淡

定法”“淡定”了“中国文化无耻论”，而且在形式上，其欲盖祢彰的称为“心得”，以掩

盖其歪曲利、变相否定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无耻用心。《心得》之“得”，可以知矣！

《心得》用心之良苦，可谓苦矣！ 

    《心得》之“内心淡定法”，“得”之于无耻的混沌本体论和无耻的心法主体论。在

《心得》中，无耻的混沌本体论主要以《天地人之道》给出，而无耻的心法主体论主要以

《心灵之道》和《理想之道》给出。“心得”之所以用“内心淡定法”做为思想方法，是由

其承诺的价值所决定。为此，首先需要分析于丹的心法主体论及其“内心淡定”的思想方

法，关于混沌本体论，将在“国家级学术垃圾：无耻的混沌哲学——《于丹〈论语〉心得》

批判（卷二）”中进行反思，在此暂且不论。 

于丹说： 

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这种不足，这就是《论语》告

诉我们对待生活缺撼的态度。…… 

既然生活中的缺撼不能避免，那么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这种缺撼就非常重要了。心

态不同，也许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质量。…… 

其实，弥补缺撼的是她自信心的回归。 

而一个人的自信心来自那里，它来自内心的淡定与坦然。[18] 

在《论语》中，一切高远的理想，都建立在朴素的起点上。我们要相信思想的力量是

这个世界上最巨大的力量之一。中国知识分子所要的并不是一种物质生活的奢侈，但

他们一定要心灵悠游上的奢侈。……[19] 

所以，理想之道是什么？就是给我们一个淡定的起点，给我们一点储备心灵快乐的资

源。[20] 

这是《心得》中非常重要的两段话，乃“于丹心法”之核心，所以是于丹之核心“心得”，

亦即《心得》一书的思想核心。《心得》表明，由“于丹心法”可淡定出多种“心法”，如

后面将论及的“内心安宁法”、“内心约制法”等等。对上述“于丹心法”的核心内容进行

“承诺与推定”之解读，可知第一段话为“心灵淡定心法”，第二段话为“理想淡定心



法”。“心灵淡定心法”和“理想淡定心法”共同组成了“内心淡定法”，也就是说，“心

灵淡定心法”和“理想淡定心法”是“内心淡定法”承诺与推定的统一。所以，“内心淡定

法”不但是贯通《心得》全书的思想方法，而且以“内心淡定”为逻辑起点实现了“价值论

承诺与范畴推定”与“主体论承诺与形式推定”以及本体论与逻辑推定的统一。做为“内心

淡定”的“心灵淡定心法”，其所承诺的理论价值和范畴推定的统一，是企图让人们的“心

灵”以《论语》——当然是经过于丹歪曲后的《论语》——为基础，“坦然”面对“生活缺

撼”，“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这种不足”。而“通过自己

的努力”能“弥补缺撼”的主体方法，是“自信心的回归”，是使“自信心”“回归”到

“内心的淡定与坦然”。 做为“内心淡定”所承诺的主体论和形式推定及本体论与逻辑推

定的统一，由“内心淡定”的“理想淡定心法”，是企图让人们“相信思想的力量是这个世

界上最巨大的力量”，以这个“力量”为本体，使承载中国文化的主体即“中国知识分子”

不要去追求“物质生活的奢侈”，而是要以“ 心灵悠游上的奢侈”去实现《论语》——当

然是经过于丹歪曲后的《论语》——的“高远的理想”，而实现这一“高远的理想”的“理

想之道”乃是《论语》所给出的“淡定的起点”及为了“心灵快乐”所“储备”的“资

源”。 

由上可知，由“内心的淡定”和“淡定的起点”所决定，“内心淡定法”是以“内心”进行

的淡化式推定。所以，“内心淡定法”以“心得”为形式，以“心法”为主体，不但要对

《论语》进行淡化推定，而且所“得”之《心得》无不是以淡化问题、淡化心灵、淡化理

想、直至淡化哲学与文化做为学术目的而贯穿其中。所以，做为研究《论语》的学术《心

得》，则首先需要对《论语》进行淡化，从而成为《心得》一书“淡定的起点”。 

 

                      二、“内心淡定法”与“双贤淡化” 

 

做为“淡定的起点”，对《论语》进行的淡化推定首先表现在《心得》一书的封面上。在封

面上，赫然印写着于丹对《论语》的“淡定”：“《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过

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并于正文中进一步进行了淡化推定。[21] 

果真如此吗《论语》中的孔子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真谛”吗？对此，我们只要推定于丹的

论证，便可大白于天下，并由此推定其无耻而内化的“中国文化无耻论”。 

为了通过“内心的淡定”达到歪曲利用《论语》的学术目的，《心得》开篇即对博大精深的

《论语》进行了“淡化”，于丹说： 

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这个世界上的真

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象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象春天要播种，秋天要

收获一样。《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

大家，怎样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

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它就是这么一本语录。

[22]



按照“承诺与推定的统一”，于丹之所以要淡化《论语》所“教给”的道理，以在“现代生

活中获取心灵快乐”，是因为所承诺的“现代生活中”和“日常秩序”中有使人的“内心”

不“快乐”的问题。为了解决人们“内心”的不“快乐”问题，使人们“心灵快乐”，《心

得》以“内心淡定法”为方法论，把《论语》的真谛淡化为“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

序”的“语录”。所以，淡化《论语》以歪曲利用，贯穿《心得》之始终。 

按照“于丹心法”的淡化推定的思想理路和价值承诺，《心得》继续对《论语》进行“淡

化”说：“我们会觉得，《论语》好象没有很严密的逻辑性，很多是就事论事，里面也很少

有长篇大论的文字，几乎每一则语录都很简短”。[23]然而，对于“没有很严密的逻辑性”

的《论语》进行“内心淡定法”的淡化推定却需要“严密的逻辑性”。从哲学而言，淡化首

先需要本体论的支持，所以，《心得》淡定了自以为是的无耻的“混沌本体论”，从而可能

以“混沌”的天地人三才“淡定”“人的内心”，于丹因此说：“《论语》的思想精髓就在

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因而无

比强大”。[24]由此形成了“内心淡定法”所淡化推定的“心法主体论”，即“淡定”主体

“内心”“无比强大”的“力量”，从而使人们能够面对“生活缺撼”、亦即面对“现实生

活中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这种不足”时，能够以“无比强大”的“力量”

去“淡定”“人的内心”，使其“淡定与坦然”及“心灵悠游”，从而解决人们“内心”的

不“快乐” 及“生活缺撼”等“现实生活中的不足”问题。由此可见，“于丹心法”与

“阿Q心法”具有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 

那么，人们对“现代生活”和“日常秩序”及“现实生活中的不足”表现出“内心”的不

“快乐”，是些什么问题呢？于丹首先认为是“国民幸福指数”问题： 

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曾参加过一次国际调查，数据显示，当时我们国民的

幸福指数只有64%左右。 

一九九一年再次参加调查，这个幸福指数提升了，到了73%左右。这得益于物质生活

条件的提升和很多改革措施的实施。 

但等到一九九六年再参加调查时，发现这个指数下跌到了68%。[25] 

“国民幸福指数”的下跌表明人们的“内心”、“心境”、“心灵”存在着问题。于丹的

“淡定”表明，“国民幸福指数”的下跌是由于“百姓内心”在是否“安全”、“快乐”及

其对“生活真正有认同”的“感受”上发生了问题[26]对此，于丹认为： 

这是一件很令人困惑的事情。它说明，即使一个社会物质极大文明极大繁荣，享受着

这种文明成果的现代人仍然有可能存在极为复杂的心灵困惑。[27]  

为了使“享受”“物质极大文明极大繁荣”的“现代人”走出“极为复杂的心灵困惑”，于

丹以“于丹心法”对 “心境”的“恬淡和安宁”之淡定，企图解决“国民幸福指数”的下

跌问题。为了在《论语》中找到理论依据，于丹在把《论语》淡化为“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

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的“语录”之后，为了找到“恬淡和安宁”的“个人

坐标”，于丹又对《论语》中的“颜回之贤”进行了淡化： 

让我们回到二千五百年前，看看就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那些圣贤是什么样



子。 

孔夫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他曾夸奖这个学生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

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就是说，颜回家里很穷，缺衣少食，住在非常破烂的小巷子里。这么艰苦的生活对别

人来说简直难以忍受，而颜回却能够自得其乐。 

也许很多人会说，生活就是这样，穷日子富日子都得过，那有什么办法？ 

颜回真正令人敬佩的，并不是他能够容忍受这么艰苦的生活境遇，而是他的生活态

度。在所有人都以这种生活为苦，哀叹抱怨的时候，颜回却不改变他乐观的态度。 

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2

8]

上论表明，于丹对孔子称赞 “颜回之贤” 的原因进行淡化后，又对“贤者”进行了淡化，

由此形成了“于丹心法”的“双贤淡化”。推定表明，于丹之所以要进行“双贤淡化”，是

为了给人们“找到个人坐标”即为人们树立“双贤坐标”。 对“颜回之贤” 进行淡化，无

非是说“颜回之贤”乃“贤”在“生活态度”，即颜回“乐观的态度”；对“贤者” 进行

淡化，无非是说“贤者”是“不被物质生活所累”的“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之

人。而“双贤淡化”的结果，无非是说“不被物质生活所累”、“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

和安宁”的颜回，才是人们于“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的“个人坐

标”。 

对此，余不禁要问，《论语》中孔子之所以称赞“颜回之贤”，是因为颜回“不被物质生活

所累”、“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吗？然而，余对《论语》所载“颜回所叹”[2

9]进行的学术考辨表明，于丹之“双贤淡化”，乃故意歪曲“颜回之贤”。 

《论语·子罕》载：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

已”。   

颜回说，夫子循序而良善地诱导我，使我知识广博的是夫子所掌握的博大精深的文献和所建

构的思想，使我有所约束的是夫子“克己复礼”的理念（“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

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

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

矣。’”[《论语·颜渊》]），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30] 

可见，颜回之所以“贤”，是因为孔子“循循然善诱”之教导。孔子以文教之，使颜回博

学；孔子以礼教之，使颜回有所约束。“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31]孔

子说，听我讲学而不懈怠于修习的，大概只有颜回一个人吧。那么，孔子讲了那些内容？孔

子以何文教之？致使颜回不懈怠于修习而被孔子称赞呢？《论语》表明，孔子所论“以道知

得”[32]与“以道知耻”，[33]是成就“颜回之贤”的根本原因。 



关于“以道知得”：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

颠沛必於是。”[34]     

关于“以道知耻”：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

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35]  

此外，孔子所论“疏曲之乐”[36]和“智仁勇三达德”及“君子忧谋”[37]等都深刻影响了

“颜回之贤”：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

云。”  [38]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39]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

贫。”[40] 

由上可知，通过孔子“以道知得”的教导，颜回认为财富与高贵，是人们所盼望的。但是，

不是以富贵之道得到的富贵，则不应处于这样的富贵之中。贫困与低贱，是人们所厌恶的。

但是，不是因贫贱之道得以贫贱，则宁肯贫贱也不设法摆脱。君子厌恶不是由仁德得到的名

望与地位。君子即使于短暂的吃饭时间也不违背仁德，匆忙的时候必然也是这样，颠沛流离

的时候必然也是这样。颜回处于“邦无道”的时代，遵循孔子“以道知耻”的教导，其如果

富贵而不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则是可耻的事。“以道知得”与“以道知耻”是

孔子论说“有耻观”的重要内容之一，由“有耻观”所决定，必然是“仁者不忧”，而做为

君子的颜回，必然是“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所以，“不义而富且贵”，於颜回

也如浮云。[41]可见，上述才是“颜回之贤”的根本原因。 

    所以，于丹以“内心淡定法”进行的“双贤淡化”，可谓谬以千里。于丹所谓颜回贤在

“乐观的态度”， 贤在“不被物质生活所累”， 贤在“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完

全是故意歪曲。问题表明，于丹淡化《论语》，企图为人们树立“恬淡和安宁”的“个人坐

标”即“双贤坐标”，是不成立的。用所谓“于丹心法”淡化《论语》，以歪曲利用，既不

能解决“国民幸福指数”的下跌问题，也不能使“物质极大文明极大繁荣”的“现代人”走

出“极为复杂的心灵困惑”。问题表明，“于丹心法”之“双贤淡化”，乃歪曲利用之能

事，终达变相否定之目的。《心得》之“于丹心法”，可谓无耻。 

    “于丹心法”的无耻在于，通过“内心淡定法”的“双贤淡化”，消解了《论语》的

“有耻观”，从而为“中国文化无耻论”的淡化推定，进行了“双贤坐标”的理论预设。在

于丹看来，有了“双贤坐标”，进而以“内心约制法”全面消解《论语》的“有耻观”，不

但“中国文化无耻论”能够确立，而且唯有如此，才可能达到歪曲利用、变相否定《论语》

之目的。用承诺推定法进行的推定表明，“内心约制法”是通过“内心淡定法”的淡化推定



所产生的又一方法，其既是于丹的“心得”之一，亦是歪曲《论语》的又一种方法。 

 

                     三、“内心淡定法”与“内心安宁法” 

 

《心得》表明，在进行“双贤淡化”之后，又继续以“内心淡定法”“淡定”了孔子的“快

乐秘诀”即“内心的安宁”，企图以“内心的安宁”解决“许多人”“越来越不满”的现实

问题。从《心得》的行文逻辑可知，“内心的安宁”是在“双贤淡化”之后，为了更加有效

解决“国民幸福指数”下降问题而淡定的“心法”——“内心安宁法”。也就是说，之所以

要“淡定”“内心安宁法”，是因为于丹要解决经其淡化的“心灵问题”：  

诚然，谁都不愿意过苦日子，但是单纯依靠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样不能解决心灵的问

题。 

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许多人却越来越不满了。因为他看到周围总还有乍

富的阶层，总还有让自己不平衡的事物。 

其实，一个人的视力本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宽广地拓展世界；另一个是

向内来，无限深刻地去发现内心。 

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 

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

联。 

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这种思想传承下

来，对历史上许多的著名的文士诗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2] 

那么，“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究竟是什么呢？对此，于丹

紧接上文说： 

子贡曾经问老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假如一个人很贫贱，但他不向富

人谄媚；一个人很富贵，但他不傲气凌人。这怎么样？ 

老师说，这很不错。但还不够。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叫做“贫而乐，富而好礼者

也”。 

更高的境界是，一个人不仅安于贫贱，不仅不谄媚求人，而且他的内心有一种清亮的

欢乐。这种欢乐，不会被贫困的生活所剥夺，他也不会因为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

心快乐富足、彬彬有礼的君子。 

这是多么高的骄傲啊！一个人能够不被富足的生活蛊惑，又能在贫贱中保持着做人的



尊严和内心的快乐。[43] 

果真如此吗？孔子所论“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是于丹所释“一个人不仅安于贫贱，不

仅不谄媚求人，而且他的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这种欢乐，不会被贫困的生活所剥夺，他

也不会因为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心快乐富足、彬彬有礼的君子”吗？简而言之，之所以

能“贫而乐，富而好礼”是因为“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吗？让我们回到《论语》。 

“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这句话出自《论语·学而》，余把其概括为“赐问贫富”：[44]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

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

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对《论语》进行一以贯之的推定表明，孔子对所有弟子的教导，皆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因

时所发。那么，在这章“赐问贫富”中，孔子要教导子贡的是什么呢？要理解这一问题，首

先要知道《论语》中孔子对子贡因材施教，因时所发还有那些主要内容： 

“赐问君子”[45]：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46] 

“赐爱其羊”[47]：子贡欲去告朔之牺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48]    

“赐器瑚琏”[49]：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

也：”   

曰：“瑚琏也。”[50] 

“赐非所及”[51]：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

“赐也，非尔所及也。”[52] 

“弟子诸行”[53]：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

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54] 

“赐不受命”[55]：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

中。”[56] 

“子贡方人”[57]：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58] 

由以上内容可以推定子贡的德行。“弟子诸行”表明子贡能言善辩，又由“赐问君子”、

“赐非所及”及“子贡方人”表明子贡有时言过其行；而“赐爱其羊”表明子贡有时不能

“约之于礼”，“赐器瑚琏”表明子贡能集财聚富；“赐不受命”则表明子贡不受孔子礼教

之命，[59]而去投机经商、集财聚富，并善于臆测是非。可见，子贡不受孔子礼教之命，不

能“约之于礼”，使孔子对其言教则必然重礼，因子贡不守孔子“以道知得”与“以道知

耻”的“有耻”之教，其于“邦无道”之时却投机经商、集财聚富，是可耻之事。孔子认



为，君子不应在“邦无道”时有所富贵。所以，把“赐不受命”这段话统一到“赐问贫

富”，则知孔子所言，乃因子贡非礼而富，所富不义。[60]“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

也”，乃引导子贡“好礼”，使其能“约之于礼”，从而不再投机经商、集财聚富。正因于

此，才有子贡其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感，孔子“告诸往而知来者”之论。 

因此，于丹把“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的原因解释为“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不仅不

着边际，而且把孔子一以贯之的“有耻观”曲解的无影无踪。那么，于丹为什么要这样做

呢？理由只有一个：歪曲利用“赐问贫富”，淡化“以道知得”与“以道知耻”，消解《论

语》的“有耻观”。也正因为如此，歪曲利用“赐问贫富”则成为“中国文化无耻论”的主

要内容之一。 

    所以，于丹面对“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许多人却越来越不满了。因为他看

到周围总还有乍富的阶层，总还有让自己不平衡的事物”的问题，其只能用“总还有”三个

字闪烁其辞，以“内心的安宁”转移人们“越来越不满”的问题视角，回避问题的本质性。

所以，《心得》也只能回避孔子对“越来越不满”问题的本质性推定：“丘也闻有国有家

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1]在于丹看来，

“国民幸福指数”的下降，人们的“越来越不满”，不是因为社会问题，不是因为“不患寡

而患不均”，而是因为人们的“内心”不“安宁”。所以，于丹对“不患寡而患不均”则只

能视而不见、存而不论了。由此可见，“于丹心法”的运用，是因为于丹自身的“心灵问

题”，其“心灵”对“中国文化无耻论”的不“困”不“惑”，所以又淡定出“内心安宁

法”，从而也就耻上加耻了。 

 

                    四、 “双贤坐标”与“内心约制法” 

 

    上论表明，《心得》在“淡定”了孔子的“快乐秘诀”即“内心安宁法”的基础上，又

以“内心淡定法”“淡定”了“清亮的欢乐”，以此进一步消解了《论语》的“有耻观”。

然而，于丹又发现：“人生百年，孰能无撼，人这一生总会遇到这样那样不如意的事情。”

[62]那么，怎样对待“不如意的事情”？为此，于丹“淡定”了“《论语》所倡导者的一种

价值观念”：[63] 

    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下来。不要纠缠在里

面，不要一遍一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重你的苦痛。 

    第二个态度是，要尽可能地用自己所可以做的事情去弥补这个遗憾。 

        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这种不足，这就是

《论语》告诉我们对待生活缺撼的态度。[64] 

果真如此吗？《论语》是要人们“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这

种不足”吗？能以其解决“生活缺撼”吗？孔子所论“以道知得”与“以道知耻”表明，如

果不知“有耻”，“现实生活中的不足之处”则无从判断，“努力去弥补这种不足”则无从

着手。所以，于丹所谓“要尽可能地用自己所可以做的事情”，是在故意引导人们不必管乎



有耻还是无耻。《论语》表明，失缺了“有耻观”而去做“自己所可以做的事情”，则只能

是无耻之事。 

当于丹在故意引导人们“努力去弥补这种不足”时，终于发现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所谓“鄙

夫的勇敢”，因为鄙夫做不到“内心的淡定与坦然”，却能“不择手段”， 所以应对其进

行“约制” 为此又淡定了“内心约制法”，于丹说： 

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内心的强大可以

化解生命中很多很多遗憾。 

要做到内心强大，一个前提是要看轻身外之物的得与失，太在乎得失的人，被孔子斥

为鄙夫。 

鄙夫，意义几乎等同于小人，就是不上台面的鄙陋的人。 

孔子曾经说过，像这样的小人你能让他去谋划国家大事吗？不能。这样的人在没有得

到利益时抱怨不能得到，得到了以后又害怕失去。既然害怕失去，那就会不择手段地

维护既得利益。 

这种患得患失的人，不会有开阔的心胸，不会有坦然的心境，也不会有真正的勇敢。 

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它和“匹夫之勇”有怎样的区别，《论语》中对于勇敢有怎样的

诠释？ 

……“君子义以为上，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

货》） 

意思是说，君子崇尚勇敢并没有错，但这种勇敢是有约制的，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

是“义”。有了义字当先的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否则，一个君子会以勇犯乱，一

个小人会因为勇敢沦为盗贼。 

我们想想，小偷劫匪穿门打户，甚至越货杀人，你能说他不勇敢吗？但是这种没有道

义约束的勇敢是世界上最大的灾害。 

那么这个“义”、“道义”又是什么呢？ 

那是一种内心的约制。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一个人

内心有所约制，就会在行为上减少过失。 

假如一个人真能做到一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真能“见贤思齐焉，见

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就做到了约制。而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并且

勇于改正，这就是儒者所倡导的真正的勇敢。[65] 

于丹上论表明，其显然故意曲解“三省吾身”，因为《论语》有关“三省吾身”的这段话的

原文是：“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66] 

“三省吾身”是“为人谋”、“与朋友交”与“传习否”，就形式而言，其不但不“约”，



而且“三省”还需更为基本之“约”，由此才能由“约”而“省”之。由“约我以礼”、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7]可知，“有耻”才能有“约”。所以，只有把“为人谋而不

忠”、“与朋友交而不信”及“传而不习”视为“可耻”，才能做到“为人谋而忠”、“与

朋友交而信”及“传而习之”。所以，由“有耻观”生成的耻辱心才是“约”，才能

“约”。可见，“三省吾身”是“约”的结果，而不是“约”本身。所以，问题表明，《心

得》把“三省吾身”做为“约制”，是“内心淡定法”的结果，其目的是把“有耻观”之

“约”“淡化”为“内心的淡定与坦然”而消解人们的耻辱心。而没有“有耻观”和耻辱心

则无从“约制”，其必然带来越来越多的可耻的社会问题。余不仅要问，在消解了人们的

“有耻观”和耻辱心之后，于丹的“内心”“坦然”吗？于丹在消解了自身的“有耻观”和

耻辱心之后，谋《论语》而不忠乎？“见贤”而不“齐”乎？“自省”而不“省”乎？《心

得》无耻乎？ 

“鄙夫”一词，仅两见于《论语》，然却被于丹所利用，由此表明，虽然“内心淡定法”力

量强大，却无法“淡定”“鄙夫”之“勇”，所以只能进行‘约制”。然而，我们又看到，

于丹的“约制”从所谓的“鄙夫”又发展为“假如一个人”，从而使“约制”的层面进一步

扩大。也就是说，“内心约制法”适用于所有人。于丹对“勇敢”“约制”的最终结果，是

“反省自己错误并且勇于改正”的“真正的勇敢”，说到底，“真正的勇敢”是“三省吾

身”和“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从而把人又拉回到“内心的淡定和坦然”，以此

消解了“勇敢”。由此可见“于丹心法”之妙用。 

因此，于丹所谓“约制”于“见贤思齐”也只能“齐”到“双贤淡化”。由此可知，之所以

此前要树立“双贤坐标”，是为了“见贤思齐”，从而以“双贤坐标”对人进行“内心的约

制”，其结果是把“勇敢”淡化为于丹的“颜回之贤”，亦即于丹所谓颜回贤在“乐观的态

度”， 贤在“不被物质生活所累”， 贤在“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所以，经过

“内心约制法”的淡定，终于形成了“内心淡定法”的承诺与推定的统一，从而表明“于丹

心法”自成体系。“见贤思齐”虽然是对《论语》的进一步歪曲，却能使“内心约制法”和

“内心淡定法”在“无耻论”上统一，所以，此乃《心得》推出的无耻的“心灵之道”。 

    然而，问题在于，能以“内心约制法”“约制”于丹所论及的“鄙夫”之勇吗？《论

语》之谓“勇”及其所约之“勇”，如于丹所论吗？《论语》载：       

“见义之勇”[68]：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69] 

“无礼之勇”[70]：子曰：“勇而无礼则乱。”[71] 

“疾贫之勇”[72]：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73] 

“仁者之勇”[74]：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

必有仁。”[75] 

“不学之勇”[76]：子曰：“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77] 

“无礼之勇”[78]：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 

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79] 



可见，孔子谓勇，乃在于“见义之勇”和“仁者之勇”即“仁义之勇”，而“仁义之勇”必

然是以“仁义”为本。“勇而无礼则乱”和“恶勇而无礼者”则表明，其与“齐之以礼，有

耻且格”、“博学於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80]具有承诺与推定的统一性，表

明儒学提倡“有耻之勇”。[81]而《心得》通过对“勇敢”的“约制”，把“有耻之勇”消

解为“内省”，究其本质，是为了消解“有耻”。 所以，“内心约制法”是对《论语》的

歪曲，其目的仍在于消解“有耻”。 

    上引《论语》之“约”表明，“约”乃在于“礼”。“约，缠束也。从糸。”段玉裁注

曰：“束者，缚也，引申为俭约”。[82]“糸，细糸也。象束絲之形。凡糸之属皆从糸。”

段玉裁注曰：“絲者，蝅所吐也。细者，微也。细絲曰糸，糸之言蔑也，蔑之言无也”[83]

由《说文》可知，“约”为“细微之处的约束”或“俭约的束缚”，而能“约束”、“ 束

缚”人的是蔑以复加的最基本而俭约的道理。那么，《论语》有关“约”的内容与形式是什

么呢？ 

“约”六见于《论语》： 

“不仁处约”[84]：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

利仁。”[85] 

“约者无失”[86]：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87] 

“约之以礼”[88]：子曰：“君子博学於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89] 

“约而为泰”[90]：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

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91] 

 “约我以礼”[92]：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

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

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93] 

 “约之以礼”[94]：子曰：“博学於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95] 

《论语》之见“约”，有一基本同样内容的文字，分列于《雍也》、《颜渊》两篇中，可见

其重要。《论语》之“约”表明，“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仁的人不可能长久处于约束

中（不可能长久约束那些不仁义的人）。“以约失之者，鲜矣。”因为约束而犯有过失的

人，是很少的。（很少有因为约束而犯有过失的人）。 “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

泰，难乎有恒矣，”处于失去却装扮成拥有，处于空虚却装扮成充足，处于约束却装扮成泰

然，这样的人很难有恒常不变的操守。“博学於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畔，

田界也。”段玉裁注曰：“田界者，田之竟处也。《左传》：‘子产曰，行无越思如农之有

畔，其过鲜矣。’畔，涯也，经典多借为叛字”。[96]是故，畔，叛也。君子通过学习而拥

有广博的知识，以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致于离经叛道了。 

由上可知，“约”于《论语》中的意义是能够约束人于细微之处的俭约之理。由“约之以

礼”、“约我以礼”可知，《论语》有关“约”的思想，显然不是《心得》所推定的“内

省”。孔子所谓“约”者，礼也；“约”乃据礼而约，“约而有耻”才是俭约而基本之理。

那么，为什么要据礼而约呢？乃因“有耻且格”：“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



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7]以政治进行诱导，以刑罚进行规范，能使

百姓不敢犯有过错，但百姓却没有对可耻事物的自觉。以仁义进行教导，以礼进行规范，能

使百姓具有对可耻事物的自觉从而具有人格，使其不会犯有过错。“小人不耻不仁”，[98]

小人不知有耻而不仁不义，“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所以应使其首先“有耻”。也就是

说，“约之以礼”使人“有耻”，“有耻”使人具有人格。“有耻”才能有所“约”，才能

成就内心的人格修养，“有耻”是良好“心境”的基础，人如果无耻，则不会有所“约”。

人如无耻，不但无以产生正确的价值观，而正确的行为方式则更无从谈起。正因为“有耻”

的重要性，儒学把“有耻”做为教化的基本目的之一，是儒学的重要内容。所以在《论语》

中多次记载了孔子关于“耻”的阐述。“有耻”是儒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其使孔子儒学形成

一以贯之的伦理思想体系。那么，为什么《心得》要淡化“耻”甚至于消解“有耻”？下面

的论证将表明，以“中国文化无耻论”扭曲孔子的思想，使人行己无耻，安于无耻，是于丹

《心得》的根本目的。 

 

             五、《论语》之“有耻”与《心得》之“无耻” 

 

《心得》通过“于丹心法”消解《论语》的“有耻观”，淡定人们的“内心”，不去关心社

会现实，以“内心”的“约制”使“心灵”失去对可耻事物的判断和批评能力，行己无耻，

从而对无耻的社会现象无动于衷，是《心得》以“中国文化无耻论”实现的理论目的。 

    尽管于丹在尽力消解《论语》的“有耻观”，然而，关于“耻”之为“义”，却十七见

于《论语》，其以鲜明的“有耻观”，成为人格的基本标准。之所以称“有耻观”是人格的

基本标准，是因为无论是君子还是平民百姓，都应“有耻”，即具有对可耻事物的判断并加

以拒斥的品行。 

《论语》论“耻”，述列于下： 

“恭礼远耻”[99]：有子曰：“信近於义，言可复也。恭近於礼，远耻辱也。因不失

其亲，亦可宗也。”[100] 

“有耻且格”[101]：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

以礼，有耻且格。”[102] 

“耻恶衣食”[103]：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104] 

“耻躬不逮”[105]：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106] 

“不耻下问”[107]：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

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108] 

 “丘亦耻之”[109]：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110] 



“以道知耻”[111]：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

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112] 

“仲由不耻”[113]：子曰：“衣敝蕴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

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114] 

     “行己有耻”[115]：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守族称孝焉，乡党称

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

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116] 

 “原宪问耻”[117]：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118] 

 “耻言过行”[119]：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120] 

上列表明，对于人性而言，“有耻且格”具有重要的主体论和价值论承诺。“耻躬不逮”，

不能身体力行，是可耻的；“巧言、令色、足恭”即花言巧语、察言观色、虽恭恭敬敬却不

讲原则、内心怨恨却表面友善，是可耻的；“以道知耻”表明，在国家政治清明时，贫贱是

可耻的事；在国家政治昏暗时，富贵是可耻的事。“原宪问耻”表明，不但在国家政治清明

时做官享受俸禄，而且在国家政治混暗时也做官享受俸禄，这是可耻的事。“耻言过行”表

明，说的过多而自己又做不到，此与“耻躬不逮”具有承诺与推定的统一性。 

    其中，对“有耻观”而言，“有耻且格”和“行己有耻”是非常重要的。“行己”：自

己的品行、品德、品格；“有耻”：具备对“可耻”事物的自觉。“行己有耻”是要求把自

己的品行格于“有耻”，即人的行为以“有耻”做为基础，人具有“行己有耻”之后，再去

“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见，“有耻且格”与“行己有耻”具有主体论与价值论的统

一，具有道德主体论意义。人们的道德观念只有建立在“有耻”即具有对可耻事物的自觉人

格，才能有道德自律，道德才能产生伦理效用。否则，只能是道德滑坡及导致道德虚无主

义。 

所以，在“有耻”的意义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

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121]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其所具有的羞耻

之心，而“察于人伦，由仁义行”者，是以“有耻且格”也。所以，“人不可以无耻。无耻

之耻，无耻矣”、[122] “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123]人不可以

没有羞耻之心。羞耻之心对于人太重要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用尽机巧的人，在任何一

点上都不会表现出其还有羞耻之心。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

《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124]小人不知有耻而不仁德，不怕行不义

之事，不见利益不会努力工作，不在刑威面前不会接受惩罚。所以，有小的过错就对其惩

罚，使之免于更大的错误，这是小人的福气。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

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非人也。恻隐之心，人之端

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

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凡有四端于

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



足以事父母。”[125]其中，“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表明，对可耻事物的自觉，是做人的

基础；“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则表明，对可耻事物的自觉，是仁义的基础。所以，“耻之

于人大矣”。 

但是，《心得》为了达到使人“内心安宁”而安于无耻的目的，进而对《论语》“行己有

耻”这段话进行曲解，其以对孔子“有耻观”的消解表明了《心得》的无耻。于丹说： 

孔子强调一个人的内心修养，决不是放弃对社会的责任，而是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在《论语》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学生子贡去问老师：‘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怎么样才可以叫做士呢？ 

我们知道，士这个阶层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那种无恒产有恒心，以天下为己任

的阶层，这应该是一个很崇高的名誉。 

老师告诉他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做事的时候要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要

有所约束，内心有坚定的不妥协的做人标准，同时这个人要对社会有用，就是你要为

社会做事。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了内心的良好修养之后，不可以每天只陶醉在自我世

界，一定要出去为这个社会做事，你要忠于自己的使命，要做到不辱君命。这可不容

易，因为你不知道你所承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啊。所以这是孔子说的士的最高标

准。[126] 

    …… 

其实，“士”的这三个标准，是孔子对一个成熟的、能够在社会职业岗位上有所担承

的人的质量描述。 

士的最高标准是“不辱君命”……[127] 

为了使“知识分子”知道“所承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命”，于丹用“完璧归赵”的典故进

行“淡定”后，[128]然后总结说： 

在一个突变的情形下，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有所担当，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职业角色

中所要受到的一种考评。人怎么样可以变得无谓，可以变得淡定而不仓惶？这需要在

心中找到一个符号的寄托。这个寄托不见得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宏大理想，也不见

得是一种权势、金钱之类的东西。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达·芬奇密码”每

一个人的生命链条中一定有他自己最在乎的东西，但凡找到这样一个寄托，就会给 

你这一生找到一个依凭，会找到一个内心的根据地。 

    在《论语》中，一切高远的理想，都建立在朴素的起点上。我们要相信思想的力

量是这个世界上最巨大的力量之一。中国知识分子所要的并不是一种物质生活的奢

侈，但他们一定要心灵悠游上的奢侈。[129]    …… 

    所以，理想之道是什么？就是给我们一个淡定的起点，给我们一点储备心灵快乐



的资源。[130]  

 《心得》以上推定，不但是对“于丹心法”及“内心淡定法”的论证，而且是对“子贡问

士”的[131]极尽曲解，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歪曲了孔子的思想。其一，如上所述，“行

己有耻”是使自己的品行以“有耻”为基础，即自己的行为需要以对可耻事物的判断为基

础，否则不能使自己有所行动，惟如此，才可以论及“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见，“行

己有耻”不是于丹所说“一个人做事的时候要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而是“有耻”才能

“行己”。于丹所谓“礼义廉耻”，不但层次模糊，而且把“耻”列后，显然本末倒置，表

明于丹是在“淡定”“行己有耻”。而问题的重要性则在于，不能“行己有耻”，必然行己

无耻。而“行己有耻”，则需要理解《论语》所论“有耻”与“无耻”的具体内容。如上

述，其中尤以“以道知得”和“以道知耻”及“原宪问耻”具有代表性。“以道知耻”表

明，一个人应当坚定地相信道和努力学习道，至死不愈地坚守道义是善的行为。危险的国家

则不能进入，混乱的国家则不能居住。国家政治清明时则出现于社会中，有所创见，有所奉

献。在国家政治昏暗时则隐居起来，无所创见，无所奉献。在国家政治清明时，贫贱是可耻

的事；在国家政治昏暗时，富贵是可耻的事。“原宪问耻”表明，不应在国家政治昏暗时做

官享受俸禄，否则是可耻的事。可见，“有耻”是“士”或不“士”的具体标准。而《心

得》不但对此故意不论，而且把“有耻”“淡化”为“内心的良好修养”。孔子对“邦有

道”或“邦无道”的推定表明，《论语》论及的“有耻”不是“内心的良好修养”，而是对

外在的社会进行“有耻”与否的判断以决定自己的行为，所以是一种“有耻观”。可见，

《心得》通过“内心淡化法”消解了《论语》的“有耻观”，企图使人们通过“内心”的

“淡化”从`而对社会中那些“无耻”的事物视而不见或故作不知、行己无耻。从而使社会

失落孔子的“有耻观”，使儒学的理想之道被“淡定的起点”和“心灵快乐”所取代。可

见，《心得》对“有耻观”的消解，把儒学“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的价值取向抛入九霄云外，其不但使儒学庸俗化，而且使“邦无道”于人们

“内心”的“淡化”而合法化，从而消解了儒学及中国文化的道德“合法性”。所以，《心

得》对“有耻”的“淡化”和对“有耻观”的消解可谓无耻之极。因此称其为“无耻论”。

由于“无耻论”是以“内心”或“心灵”为逻辑起点，所以称为“内化”；由于其以“淡

化”和消解儒学及中国文化的“有耻论”为目的，使中国文化成为无耻论的文化，因此称其

为“中国文化无耻论”。 

其二，“子贡问政”这段话不是指“知识分子”，而是指“从政者”即“士大夫”，因为

“子贡问士”的最后一“问”乃是“今之从政者何如？”对此，《心得》也心知肚明，所以

才说“士的最高标准是‘不辱君命’。”然而，《心得》不但把“士”淡化为“知识分

子”，而且消解了“从政者”应具有的“行己有耻”这一基本品德。显然，只有在消解了

“行己有耻”这一基本品行之后，才能使“知识分子”无论在“邦有道”还是在“邦无道”

的情况下，都能“不辱君命”，为君效命。可见，《心得》完全违背了孔子“行己有耻”的

思想。 

其三，有意识的把“有耻”淡化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链条中一定有他自己最在乎的东西，”

从而不管“有耻”与否。《心得》把《论语》的高远理想淡化为“朴素的起点”，以 “给

我们一个淡定的起点，给我们一点储备心灵快乐的资源”的“理想之道”即以“心灵悠游”

淡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思想。《心得》对《论语》的“淡化”和庸俗化

可以知也；《心得》之无耻，可以见也。 



综上所述，由《心得》的“于丹心法”可知，“中国文化无耻论”有以下三义，并且一以贯

之。其一，通过“于丹心法” 消解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有耻论”，使中国文化成

为“无耻”的文化，形成了以《心得》为形式的“中国文化无耻论”的理论推定；其二、通

过“内心淡化法”消解《论语》的“有耻观”，表明其思想方法是“中国文化无耻论”。其

三，由《心得》的理论目的所决定，企图以“中国文化无耻论”淡化和遮蔽中国当代社会中

不知廉耻、道德滑坡、官场腐败、学术腐败、笑贫不笑娼、“我是流氓我怕谁”等等无耻问

题，使人们安于无耻，行己无耻。惟有如此，于丹才可能继续以“心得”为形式，无耻地解

读《庄子》、《孟子》、《荀子》等一系列中国文化经典。 

所以，由“于丹心法”淡定的“中国文化无耻论”不但无耻，而且卑鄙。 

 

                    六、“八荣八耻”与“中国文化无耻论”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孔子儒学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中

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儒学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孔子所创

立的思想学说，是中国文化的魁宝，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继往开来、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的思想资源。2006年4月2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耶鲁大学

并发表重要演讲，自豪地说：“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

展至今的文明”。[132]显然，由于儒学在中华文明中的主体性地位，其所作的贡献则不言

而喻，而《论语》的“有耻观”的人格思想也必然潜移默化地影响至今。正因于此，胡锦涛

于2006年3月4日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提出了“八荣八耻”的思想。“八

荣八耻”的具体内容是：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

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

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

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133]“毫无疑问，‘八荣八耻’出台的背

景是一个‘缺德时代’，这个时代至少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渐进式缺德’过程。往事不

堪回首，但必须回首，这就叫反思，也只有反思才能够深刻领会到‘八荣八耻’的现实需要

和时代意义”、“无数的事实都在证明在中国‘缺德时代’的存在！因此，‘八荣八耻’的

新道德价值观完全是针对‘缺德时代’应运而生的，‘八荣八耻’适合对任何一种道德恶化

现象的矫正，可以说，‘八荣八耻’新道德观就是针对‘缺德时代’的及时雨”[134]反思

表明，所谓“缺德”，是因为不知“有耻”。也就是说，造成“缺德时代”乃因缺知“有

耻”，所以才产生不知廉耻、道德滑坡、官场腐败、学术腐败、笑贫不笑娼、“我是流氓我

怕谁”等等无耻社会现象。之所以“八荣八耻”能够矫正道德恶化等无耻社会现象，是因为

其首先使人具有自觉的人格，而人格的自觉只能产生于对可耻事物的判断并加以据斥的观

念，即使人具有了“有耻观”。 所以，应当认为，“八荣八耻”是“道之以德，齐之以

礼”[135]的一种形式，效乃“有耻且格”[136]的道德伦理。显然，《论语》的“有耻观”

[137]是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是孔子儒学对当代的重要贡献。 

然而，于丹却以“内心淡定法”消解《论语》的“有耻观”，以“中国文化无耻论”为理论

目的，使人行己无耻，安于无耻，安于道德恶化等社会现状，求得“内心”的平静，不作非

份之想。面对无耻的当代社会现象，于丹却在大作特作“人怎么样可以变得无谓，可以变得



淡定而不仓惶”[138]的“心得”文章，于丹耻乎哉？于丹耻乎也！ 

既然于丹能够以“一个人有了内心的良好修养之后，不可以每天只陶醉在自我世界，一定要

出去为这个社会做事，你要忠于自己的使命，要做到不辱君命”[139]解读《论语》的“行

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那么，于丹以其“良好”的“内心的淡定和坦然”与“内

心的安宁”，使命于“八荣八耻”乎？于丹以“中国文化无耻论”之“心得”，“使于四

方”悦以说教，其“不辱君命”乎？于丹以无耻之论取悦天下，鉴之于“八荣八耻”乎？于

丹淡化《论语》和孔子儒学，生产国家级学术垃圾，其“危害祖国”乎？中华民族乃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之民族，而于丹却安于无耻，其“背离人民”乎？于丹以“于丹心法”进行学

术研究，其“愚昧无知”乎？ 于丹以“心法”为方法、以《心得》为形式，逃避艰苦细致

的学术研究，其“好逸恶劳”乎？于丹以“心得”为理据，以歪曲孔子为能事，其“损人利

己”乎？于丹不遵守游戏规则，尽丧学者之良心，其“见利忘义”乎？ 于丹不按国学的治

学规范治学，身为教师弗能“传道、授业、解惑”，其“违法乱纪”乎？于丹歪曲利用《论

语》，行己无耻败德渔利，其“骄奢淫逸”乎？是故，于丹耻乎哉？于丹耻乎也！ 

    既然于丹要求人们“三省吾身”，那么，于丹自己“三省吾身”了吗？于丹为人谋《论

语》，其忠于孔子的思想吗？于丹与社会各界交流《于丹〈论语〉心得》，其心灵诚实吗？

于丹使于四方宣讲“心得”，其自身都做到做好了吗？既然于丹为人们树立了“双贤坐

标”，那么，于丹自己“见贤思齐”了吗？于丹“见不贤而内自省”了吗？子曰：“君子耻

其言而过其行。”[140]是故，于丹耻乎哉？于丹耻乎也！ 

    是故，《心得》耻乎哉？《心得》耻乎也！《心得》耻在以“心得”为表而以学术为

质，耻在以无耻的“于丹心法”所“淡定”，耻在违背了学术规范，耻在所做的垃圾学术。

是故，无耻的心法产生了无耻的心得。是故，《心得》耻乎哉？《心得》耻乎也！ 

按照承诺推定法，之所以于丹以“心法”和“心得”为理论形式，其在于表明，每个人都有

不同的心，有多少人研究《论语》，就会有多少种“心得”，这种不知羞耻的“心法”，既

可以避开学术批评，也可以获得“内心的安宁”。正因于此，于丹才能大言不惭地说：“千

棵心有千种心得，万棵心有万种心得，而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心之得”。[141]显然，学问

做到如此地步且如此声言者，只有学术无赖。[142] 

那么，于丹所谓“一心之得”，究竟是什么？于丹说：“可得之于心的《论语》，不是被汉

武帝罢黜了百家之后刻意独尊的‘儒术’，不是与‘道’‘释’并称仪式庄严的‘儒教’，

不是被穷究义理囿于考据的‘儒学’”。[143]对此，余不仅要再问，于丹之“心得”，到

底是什么？于丹是以什么身份？以什么形式？以什么样的“心”得出这样的“心得”？ 

由《心得》可知，于丹“从二十一岁读先秦文学硕士”，[144]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

授“中国古典文学”，是古典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145]可见，于丹是以教授为身份，

以学术研究为形式，以学者之心“得”于《心得》，所以，《心得》应当是严谨的学术成

果。可是，于丹却自称这个“一心之得”即不是“刻意独尊的‘儒术’，”也“不是仪式庄

严的‘儒教’，”更“不是穷究义理囿于考据的‘儒学’，”也就是说，于丹的《心得》不

同于历史上所有关于“儒术”、“儒教”、“儒学”的学术研究，是于丹自己的“心法”， 

是自行开创的科学的学术研究，因此可以不遵守古代与现代的学术规范和游戏规则，可以违

背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也就是说，于丹的“心法”和“心得”，是独树一帜的学术研究。

既然如此，于丹应当首先对自己所开创的中国文化研究的“心得”科学范式、研究方法即



“于丹心法”之所以然进行论证，然后批判否定前人的所有关于“儒术”、“儒教”、“儒

学”的学术研究成果，否定其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从而为“于丹心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

础，由此开新前无古人的“心法”及“心得”学术传统。可是，于丹却没有这样做，其既没

有给出任何新的文献根据，也没有给出任何新的学理依据。所以，《心得》既没有新的文献

根据，也没有新的学理依据，却敢于冒“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之大不讳，只能归之于“我是

无赖我怕谁”的学痞心态[146]。其“心得”表明，用“于丹心法”即“内心淡定法”淡定

《论语》，其始也歪曲利用，其终也变相否定。所以，于丹所谓“一心之得”，只能是无耻

之“心”和无赖之“得”。也就是说，既使“千棵心有千种心得，万棵心有万种心得”，而

做为“其中的一心之得”——“于丹之心”与“于丹之得”，也是唯一的一棵无耻之心和唯

一的一种无耻之得。 

是故，于丹耻乎哉？于丹耻乎也！《心得》耻乎哉？《心得》耻乎也！ 

（丁亥年正月初三记于长白山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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